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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打破了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切实提高了农村集

体收入，不过也引起人们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因此，厘清和验证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就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正是基于此视角，借助

ＳＣＰ 分析范式，构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理论框架解析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对地方土地财政的影响机制，并借助 ＤＩＤ 模型评估了部分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击效应。 结果表明：（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确有一定的负向冲击效应，但不显著，考虑到内生性和样本选择偏

差等问题，经安慰剂检验后，研究结果依旧稳健；（２）２００５ 年广东省的入市先例并未造成其

他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形成入市政策的预期效应；（３）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地

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击受入市规模和入市比例的制约。 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把握集体土地入市节奏，增强地方债务透明度，实时监测地方债务规模

与财政能力适配度，强化地方土地财政隐性风险防范能力，尤其是土地财政依赖性较强的地

区，积极拓宽和多元化政府收入渠道，促进地方土地财政转型，降低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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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土地制度作为我国基础性经济制度，其多次变革对我国社会变迁起到重要作用。 自全面深化改

革以来，土地制度改革已成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夏柱智，２０２０）。 改

革的终极目标是破除不平等的城乡二元制度，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市场机制，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共同繁

荣（钱忠好等，２０２０；张晓山，２０２１）。 为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三块地”改革应运而生。 其中，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是“三块地”改革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２０１５ 年在中央统一部署下，确定了北京市大兴

区等 ３３ 个县（市、区，简称“县”）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 此后，２０２０ 年新修订的

—８６—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　 　

∗ 项目来源：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城市更新模式选择对其实施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土地增值效益分配的中介效应”
（编号：２０ＹＪＡ６３００３１），广州市哲学社科规划 ２０２３ 年度课题“广州科学有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创新路径———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框架”（编号：２０２３ＧＺＹＢ３８），华南农业大学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编号：Ｓ２０２１１０５６４０７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基金会林增杰

土地科学发展基金优秀学术论文资助项目（编号：２０２３）。 感谢古雪茹、朱曼婷、朱曼若、欧嘉鑫同学在论文数据收集过程中的帮助。
李景刚为本文通讯作者

DOI:10.13246/j.cnki.jae.20231206.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又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奠定了法律基础。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底，３３
个试点已入市地块 １ 万余宗，面积 ９ 万余亩，总价款约 ２５７ 亿元，收取调节金 ２８. ６ 亿元（王立彬等，
２０１９），成为带动地方经济的重要抓手。 然而，不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却表示目前各试点存在交易平

台缺失、收益分配不均、土地收储变难等困难，可能会制约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实施。
学界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积极开展理论探讨。 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制度有利于城

乡一体化，盘活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存量资产（吕丹等，２０２１），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王克强等，２０２３），
保障农民权益（吴迪等，２０２０），并将促进乡村振兴进程（杨庆媛等，２０１７；刘民培等，２０２３）。 同时从试

点地区实践成效角度进行了经验总结，如吴凡等（２０２１）发现，佛山市南海区自 ２０１５ 年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政策实施之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高了 ０. ７８ 个百分点；谈琼（２０１９）发现，
天津市蓟州区自政策实施以来农民集体收入得以提升，入市增值收益是土地征收收益的 １. １６ 倍。 可

见，试点地区的制度改革实践取得了不错的政策效果。 不过，也引起了一些担忧，一方面，有学者认为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合宪性”“入市范围”“收益分配”“财政、政府管制与自治经营”等方面

依旧存在困境（方涧，２０２０；靳相木等，２０２２），并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恐难保障农民权益，离建成“城
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目标还有距离（陈明，２０１８）；也有学者指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势必打破

地方政府一级土地市场交易的垄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闫昊生等，
２０２３）。 由此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制度效应仍存有诸多争议，而学术界对该制度的研究

又集中在政府、农民、村集体等主体土地收益分配（陈红霞等，２０１９；何芳等，２０１９）、入市困境与破解

路径（刁其怀，２０２０）、农户意愿（翟彬等，２０１７；刘鹏凌等，２０２０）等方面，仅有寥寥数篇文献论及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土地财政的影响，且仅限于观点讨论（蔡继明等，２０１０），尚未有文献厘清集体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土地财政的作用机制，更未有文献定量化评估政策的冲击效应。 为此，本文尝

试构建“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旨在厘清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

府土地财政的作用机制，并借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数据，运用 ＤＩＤ 模型量化评价该政策

的冲击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在理论框架层面，构建了“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分析框架，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效应进行理论解释；在研究视角层面，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入手，定
量评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对其冲击效应；在研究方法层面，借助 ＤＩＤ、ＰＳＭ－ＤＩＤ、多期 ＤＩＤ
等模型进行政策效应评估，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效应评估提供了稳健的数据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哈佛学派 ＳＣＰ 分析范式主要遵循“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方面来分析产业组织，
其核心是市场结构决定市场行为，市场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它通过企业在不完全市场上的行为为企业

绩效提供了因果理论解释（Ｌｉ 等，２０１６）。 它之所以注重市场结构，是因为市场集中会导致市场势力，
市场势力又会控制产量，进而控制市场价格，市场垄断价格的形成使得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带来社会

福利净损失（刘伟等，２００２）。 垄断的土地市场中，政府拥有代替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的巨大权力，
既是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唯一买家，又是一级土地市场的唯一卖家，政府为了谋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往往通过调控手段扭曲了土地市场价格，造成土地利用过度性损失（Ｑｕ 等，２０２０；钱文荣等，
２０２１），继而导致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高艳梅等，２０１３）。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改革，瓦
解了地方政府依赖“垄断建设用地供应主体、供应方式”来谋取巨额增值收益的制度基础（王健等，
２０１７），进而打破了政府垄断一级土地市场的市场结构，使得政府与农村集体共同成为土地市场的

“供给主体”。 为了谋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两者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行为策略，也造就了不同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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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邓念，２０１０），就地方政府而言，则体现在土地出让收入有所减少（方先明等，２０２２）。 鉴于此，本
文借助 ＳＣＰ 分析范式，从“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个维度构建入市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

财政影响机制的分析框架（苑韶峰等，２０１７）。
（一）市场结构

市场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竞争垄断市场的形成。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允许农村集体

作为土地供应主体进入土地一级市场，打破了政府控制下的双向垄断市场结构。 由于地方政府无法

再垄断土地供应，进入土地市场的土地规模短期内将有所增加，而需求短时间难以改变。 因此，土地

市场价格短期内将有所降低，并逐渐形成农民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双主体市场结构下土地价格竞争

均衡（马九杰等，２０１９）。 另一方面，农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的替代性增强，进而衍生了二

者的动态竞争关系（吕萍等，２０１８）。 目前，虽然在法律范畴实现了农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
权”，但却并未实现“同价”。 因此，在区位等条件接近的前提下，农民集体土地将拥有相对国有土地

更强的价格竞争力，对于选址要求不高的企业更具吸引力，由此导致地方政府陷入土地“供应被动”
（韩松，２０１６），国有土地在土地一级市场中的份额将被挤压（闫昊生等，２０２３），市场集中度下降，土地

产品差异增强，最终形成了农民集体与地方政府并存的双主体竞争垄断的市场结构。
（二）市场行为

市场结构的变化必将导致市场行为的变化。 土地市场中的市场行为是指土地市场参与者为达到

自己的目标而采取的策略性行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之间博弈的加剧。 由于“内部性”
政府缺陷的存在，置身市场之中的地方政府难以摆脱“经济人”本性的支配，导致其行为倾向于“自利

性”（王全兴等，２００４）。 因此，地方政府为继续稳固自己在土地市场的垄断地位，保证土地征收仍为

土地市场交易的主要模式，往往会采取一系列手段，如设置集体土地入市交易底价：“原则上不得低

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基准地价（基准租金）的 ７０％”①或“不得低于入市成本，不得低于入市地

块所在级别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以地面地价计算）乘以地价指数之值的 ７０％”②，又或是按比例收

取集体土地入市调节金等。 农民集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同样也会千方百计提高自身财产性收入，通过

积极参与集体土地入市以分享经济红利。 在“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双轨制供应机制

下（方涧，２０２０），农民集体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获得的增值收益与征收补偿收益相差悬殊，前
者往往是后者的 ３～４ 倍（谢保鹏等，２０１８）。 据统计，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每亩平均入市

价格约为 １１０ 万元③，即使征收 ２０％～５０％调节金④，农民集体获得的收益仍高于征地补偿所得。 伴随

集体土地入市，农民的地权意识逐渐增强（王湃等，２０１８），更倾向于“保权获利”（入市）而非“转权获

利”（征收），进而导致地方政府土地征收愈加困难。
（三）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随着市场结构的改变和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制度的实施虽然整体上提高了社会福利，促进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但也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

收入产生一定影响。 一方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引入了市场机制，削弱了以往政府代替市

场机制配置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的巨大权力，缓解了政府行政干预导致的过度性损失，政府失灵得到一

定修正（马凯等，２０１０），同时也提高了农民集体财产性收入，使农民集体得以分享到政策红利，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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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南海区区委办 . 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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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北流市农民集体能获得的入市收益达到 １７. １５ 万元 ／亩，比改革前征地补偿增长了 １３. ２％（刘振

伟，２０１８）。 另一方面，由于双主体市场结构下土地市场竞争加剧，土地价格也有所下降，地方政府的

市场份额下降，导致土地出让金收入相对降低。 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过程中，即便政府收

取农民集体土地入市收益 １２％ ～２０％的土地出让调节金，也远低于土地征收为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

（周应恒等，２０１８）。 据统计，佛山南海区 ２０１５ 年入市土地成交均价为 ７６３３ 元 ／平方米①，即使按照商

服用地标准征收 １５％的土地调节金，也远低于同期国有土地成交均价 １４２６５ 元 ／平方米②所能带来的

土地溢价收益。 由此，政府获得的土地增值收益从征地模式下的 ７７％变为入市模式下的 ３６％（高调

节金）或 １６％（低调节金）（谢保鹏等，２０１８；胡大伟，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打破了地方政府土地一级市场双向垄断结构，造就了地方政

府与农村集体竞争垄断市场结构，导致地价下降、国有土地供给受限。 同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从根本上挣脱了农村集体土地必须征为国有才能进入土地市场的束缚，瓦解了政府以往“低征高

卖”的土地财政模式，而农民集体的入市选择偏好行为进一步导致征地困境。 此外，政府从集体经营

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中“分羹”远低于土地征收方式，直接影响了其土地财政收入。 各地政府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度普遍较高，土地财政收入不仅是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的有益补充，更是偿还地方债务的重

要来源（周应恒等，２０１８），因此，土地财政收入的降低可能会打破地方财政紧平衡状态（陈益刊，
２０２３），诱发地方隐性财政风险。 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

地财政收入有负向影响。

图 １　 理论分析框架

三、模型设定与经验证据

（一）模型设定

双重差分模型能较好克服模型内生性的影响，常被用于探究某一政策的影响，因此本文采取此模

型来估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实施效果。 由于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仅在模型中设定了分组虚

拟变量与时间虚拟变量，对于政策实际的实施效果估计存在一定偏误。 为此，本文选择了双向固定效

应的双重差分模型，用来控制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问题和减少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对识别效果的影

响（陈磊等，２０２１），设定（１）式：
Yｉｔ ＝ βＡｆｔｅｒｔ × Ｔｒｅａｔｉ ＋ γＸ 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１）

其中，ｉ 表示城市，ｔ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Ｙｉｔ代表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

入（万元，简称“土地出让金”）表示；Ｘｉｔ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εｉｔ是引入的随机误差项；δｔ和μｉ分别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Ａｆｔｅｒｔ为处理时间效应虚拟变量，由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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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正式开始实施，本文将 ２０１５ 年作为政策开始产生影响的年份，将 ２０１５ 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之
前赋值为 ０；Ｔｒｅａｔｉ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表示城市是否是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若城市 ｉ 是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则赋值为 １，否则赋值为 ０；Ａｆｔｅｒｔ×Ｔｒｅａｔｉ即为双重差分的交互项，用于

估计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效应；若 β＞０，说明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

入，若 β＜０，说明政策的实施抑制了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
（二）经验证据

１. 样本选取。 ２０１５ 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

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随后选取北京市大兴区等 ３３ 个地区作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其余地区均未发生改革。 因此本文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部分试点作为实验组，对于对照组的

选取，借鉴郑新业（２０１１）的方法，主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土地财政的影响因素，例如一个地区的经

济发展程度、人口密度等（高金龙等，２０１４）；其次，区域政策和法规条例，例如地方土地征收政策、土
地供应结构等也会对土地财政造成影响（应航，２０２０）。 因此，本文将试点地区的同级非试点区县作

为对照组，考察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见表 １）。

表 １　 实验组与对照组情况

实验组 对照组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

北京市大兴区
北京市房山区、北京市顺义区、北京市东城区、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市石景山区、北京市海淀
区、北京市延庆区

江苏省常州市武进区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江苏省常州市钟楼区

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 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 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浙江省金华市浦江县

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
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安徽省六安市舒城县、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
安徽省六安市叶集区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福建省泉州市洛江区、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

黑龙江省绥化市安
达市

黑龙江省绥化市肇东市、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市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县 江西省鹰潭市月湖区、江西省鹰潭市贵溪市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
山市罗平县

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惠农区

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区、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青海省西宁市城中区、青海省西
宁市湟中区

上海市松江区
上海市徐汇区、上海市长宁区、上海市闵行区、上海市宝山区、上海市虹口区、上海市青浦
区、上海市金山区

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

２. 变量设计与描述性统计。 被解释变量：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选择土地出让金进行表征，原
因是土地出让金占土地财政比例越来越大，基本保持在 ６０％以上（张曼曼，２０１９），已经成为地方政府

预算收入的重要补充。 同时，为避免异方差影响，将土地出让金进行取自然对数处理（ｌｎｗａｇｅ）。
解释变量：Ａｆｔｅｒｔ×Ｔｒｅａｔｉ的交互项，用于表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效应。
控制变量：由于变量过多会导致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选择主要影响因子作为控制变量。 控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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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包括： （ １） 人均 ＧＤＰ （ ＰＧＤＰ，元 ／人），用当年 ＧＤＰ ／当年全县 （区） 常住总人口表示。 王健等

（２０１７）研究发现，经济水平越高，土地单位面积价格越高，土地出让金随之更高，因此本文用人均

ＧＤＰ 表示经济发展水平；（２）人口密度（ＰＯＰＤ，人 ／平方千米），用当年全县常住总人口 ／全县行政区

域总面积表示，人口规模越大，规模效应与集聚效应越明显，所需要的生活空间越大，对土地面积需求

增加，继而提高了土地财政收入（高金龙等，２０１４）；（３）土地财政依赖度（ＦＤＰ，％），用土地出让金 ／地
方政府财政总收入∗×１００％表示，比例越高，表明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出让金依赖越大，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带来的风险越大；（４）土地供应结构（ＣＯＰ），用工业用地供应面积 ／ （商服用地供应面

积＋住宅用地供应面积）表示，将供应土地分为工业用地和非工业用地两类，且将商服用地与住宅用

地统称为非工业用地。 大于 １ 表示工业用地供应面积高于非工业用地，小于等于 １ 表示工业用地供

应面积低于非工业用地。 由于不同类型土地的单位价格不同，非工业用地的单价普遍高于工业用地，
因此，非工业用地供应规模较大的地区，在同等基准地价情况下，土地出让金也必然较高，可见，土地

供应结构将会影响土地出让金的大小。 同时为避免异方差影响，将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分别进行取

自然对数处理，具体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ｌｎｗａｇｅ 土地财政收入 １１. ７８ ２. ０８ ０. ９７ １５. ２８
ｌｎＰ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１１. ０３ ０. ９２ ４. ７７ １４. ０７
ｌｎＰＯＰＤ 人口密度 ６. ８５ １. ６１ ４. ２６ １０. １６
ＦＤＰ 土地财政依赖度 ２５. ０４ ０. ２０ ０. ００ ９８. ７５
ＣＯＰ 土地供应结构 ８. ７９ ７０. ９０ ０. ００ １３１４. ８０

３. 数据说明。 本文土地出让金、土地财政依赖度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前瞻数据库和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各区县（市）政府网站《财政预决算》；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来源于 ２０１１—２０２１ 年《佛山

市统计年鉴》等各市统计年鉴和各区县（市）政府网站《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土地供

应结构数据来源于中国土地市场网并经作者整理。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为识别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是否会降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采用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

后的双重差分模型，结果如表 ３ 所示。 其中，模型（１）仅控制了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未加入其他控

制变量，模型（２） ～模型（５）分别在模型（１）的基础上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计量结果显示，模型（１） ～模型（５）中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这表明集体经营性

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确存在一定程度负向影响，但并不显著。 在逐步引入控制变量

过程中，系数的符号和数值变化不大，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这可能是由于在双主体竞争垄断的市场结

构下，国有土地份额下降所致。 据统计，武进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已完成入市 ５８００ 公顷（截至

２０２１ 年）①，德清县已完成 １０６ 公顷（截至 ２０１９ 年）②，各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进程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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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农民集体真正跻身于一级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双主体结构已然形成。 随着农民集体积极参与土

地市场，土地市场价格已然有所松动，尽管各地政府采取了设置集体土地入市的最低价格，并提取土

地调节金等措施，如金寨县规定集体土地入市价格不低于出让地块基准地价①，上海松江区政府考虑

入市地块用途因素征收调节金，对商服用地、工业用地分别按照总价款的 ５０％、２０％计征调节金（马
翠萍，２０２１），不过国有土地的市场份额和土地价格依然不断降低。 据统计，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德清县国

有工业用地出让面积市场份额从 ７３％下降到了 ５６％，土地出让单价也从 ４２８ 元 ／平方米降低到 ３７８
元 ／平方米②。 可见，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的确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造成了一定的负向冲击。 值得

注意的是，土地财政依赖度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促进了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的提高，这也说明地

方政府已形成土地财政扩张的路径依赖，值得警惕。

表 ３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土地财政收入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Ａｆｔｅｒ２０１５×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５ －０. １７４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５５
（０. ２６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４６）

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４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７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４） （０. ３０３）

人口密度 ０. ２３４ －０. ３３４ －０. ７６７
（１. ０８６） （０. ５１６） （０. ７４６）

土地财政依赖度 ３. ６７８∗∗∗ ３. ４８６∗∗∗

（０. ５４９） （０. ６７７）
土地供应结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６４ ５６４ ５６３ ４９５ ３６７

Ｒ２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４５６ ０. ４１５

　 　 注：∗、∗∗、∗∗∗分别表示在 １０％、５％、１％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稳健标准误。 下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使用前提是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实施前，实验组

与对照组土地出让金水平变动趋势是一致的，没有显著性差异。 本文参考马九杰等（２０１９）的做法，
利用事件研究法（Ｂｅｃｋ 等，２０１０）来进行检验，辅以画图法补充。 设定公式如下：

Yｉｔ ＝ αk Ｔｒｅａｔｉ∑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０
Ｐｏｓｔｔ ＋ Ｘ ｉｔ ＋ μｉ ＋ δｔ ＋ ε （２）

其中，Ｔｒｅａｔｉ仍表示政策实施虚拟变量，实验组赋值为 １，对照组赋值为 ０，Ｐｏｓｔｔ在（２）式中表示年份虚

拟变量，即假设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实施，Ｐｏｓｔ１至 Ｐｏｓｔ５表示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制度实施的前 １ 年至前 ５ 年。 为了防止共线性问题，本文将政策实施前 １ 年作为回归的

—４７—

　 　 农业技术经济　 ２０２４ 年第 ９ 期　 　

①
②

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关于印发《六安市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夏　 莲，沈　 舟 .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城市土地市场影响研究———以浙江省德清县为例 . 安徽建筑大学学报，２０１９
（５）：７１～７８



基期，回归中剔除了 Ｐｏｓｔ１结果。 αｋ为虚拟政策实施对土地财政的影响。 结果如表 ４ 所示，在假定政

策实施时间前置后，实验组与对照组并没有显著差异，通过了平行趋势检验。

表 ４　 平行趋势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土地财政收入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５ －０. １８２
（０. ４８５）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４ ０. ６００
（０. ４５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３ －０. ３２１
（０. ４４７）

Ｔｒｅａｔ×Ｐｏｓｔ２ －０. ０１０
（０. ４４４）

控制变量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样本量 ３５９

Ｒ２ ０. ８４８

在回归分析的基础上辅助作图来进一步说明，图 ２ 给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影响的估计系数和 ９５％置信区间。 结果显示，２０１５ 年以前实验组与对照组两者没有较大差

异，满足平行趋势检验假设，２０１５—２０２０ 年，系数也没有显著差异，验证了前文基准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遗漏变量与随机因素影响，本文参考卢盛

峰（２０２１）和 Ｌｉ 等（２０１６）的做法，通过随机筛选政策实施试点与随机产生改革时间，构建了“改革时

间—城市”两个层面随机实验，根据表 ３ 模型（５）进行回归，依据虚假实验得到基准回归估计系数概

率来判断结论的可靠性。 将上述过程重复 ５００ 次，最后绘制出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估计系数分布图，以此排除

在政策实施期间其他因素的影响。 若在随机处理下，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的估计系数分布在 ０ 附近，则意味着

模型设置中没有遗漏其他重要变量，反向证明基准回归分析中的影响效应的确是本文所研究政策产

生的结果。 如图 ３ 所示，虚假双重差分项估计系数分布在 ０ 附近，表明模型设置并未出现遗漏重要变

量的情况，通过了安慰剂检验。
２. ＰＳＭ－ＤＩＤ 模型。 一方面，囿于数据的可得性与完整性，实验组试点地区的选取并非随机；另一

方面，人为选取试点地区的同级县作为对照组，也可能存在选择偏差问题。 为此，本文进一步尝试使

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检验在其他控制变量条件相似的情况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

府土地财政的影响。
本文在控制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土地财政依赖度、土地供应结构变量的基础上，利用倾向得分

法筛选出符合共同趋势的对照组，对照组为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未实施政策的 ４６ 个县，实验组为 ２０１５ 年

实施该政策的 １３ 个试点。 基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数据，利用 Ｌｏｇｉｔ 模型，同时采用卡尺近邻（１:１）方法

进行可放回的逐年匹配（Ｈｅｙｍａｎ 等，２００７），最后利用匹配好的样本进行基准回归。 表 ５ 模型（１）未
加入控制变量，结果不显著，与表 ３ 结果一致。 表 ５ 模型（２） ～ （５）逐步加入控制变量，结果仍然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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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显著，与表 ３ 研究结果一致，结论依旧稳健。 同时发现，土地财政依赖度仍在 １％水平下显著促进

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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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ＰＳＭ－ＤＩＤ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土地财政收入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Ａｆｔｅｒ２０１５×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５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６ －０. ０９３ －０. １４９ －０. １８４
（０. ２０２） （０. ２０３） （０. ２０４） （０. １３４） （０. １６０）

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８ ０. ０７２ －０. ３５２
（０. １２０） （０. １２２） （０. １４３） （０. ３５１）

人口密度 ０. ２６５ －０. ３３２ －０. ８６８
（０. ７５５） （０. ５０４） （０. ６８１）

土地财政依赖度 ３. ３００∗∗∗ ２. ７７１∗∗∗

（０. ２１９） （０. ２８７）
土地供应结构 －０. ０２７∗∗

（０. ０１３）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４５３ ４５３ ４５２ ３８４ ２５６

Ｒ２ ０. １９３ ０. １９６ ０. １９６ ０. ５８１ ０. ５６４

３. 预期效应检验。 考虑到 ２００５ 年广东省曾出台《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
（简称《办法》），允许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出租、转让、转租和抵押。 南海作为广东省改革先行

地，于 ２００５ 年就已实施过入市政策，这是否会让广东省南海区、顺德区、禅城区产生政策预期，继而影

响到 ２０１５ 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效应？ 为此，本文采用延长时间方法，时间跨度设置为

２００３—２０２０ 年，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将政策作用时点设置为 ２００５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纵向延伸来分析

此政策的作用效果，设定（３）式：
Yｉｔ ＝ βＡｆｔｅｒｉｔ × Ｔｒｅａｔｉ ＋ γＸ ｉｔ ＋ μｉ ＋ δｔ ＋ εｉｔ （３）

其中，Ａｆｔｅｒｉｔ表示因个体而异的处理期虚拟变量，被解释变量仍为土地出让金，选取控制变量为人均

ＧＤＰ、人口密度、土地财政依赖度和土地供应结构（控制变量含义、数据来源及数据处理均与前文一

致）。 缺失数据采用回归插补法补充，并剔除异常值，重新设计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平衡面板的多期

差分模型分析（见表 ６）。

表 ６　 多期双重差分实验组与对照组

政策实施时间 实验组 对照组

２００５ 年 南海区、顺德区、禅城区

２０１５ 年
武进区、大兴区、义乌市、德清县、
金寨县、晋江市、余江县、安达市、
平罗县、湟源县、松江区、湄潭县

武义县、浦江县、霍邱县、霍山县、舒城县、裕安区、叶集区、石狮
市、南安市、丰泽区、洛江区、泉港区、安溪县、肇东市、海伦市、
月湖区、贵溪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区、城西
区、城中区、湟中区、徐汇区、长宁区、闵行区、宝山区、虹口区、
青浦区、金山区、桐梓县、钟楼区、新北区、顺义区、长兴县、安吉
县、房山区、东城区、西城区、石景山区、海淀区、延庆区

（１）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如表 ７ 所示，模型（１）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模型（２） ～
（５）依次加入控制变量。 在未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时，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系数为正并不显著，说明地方政府对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实施并未产生预期效应。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系数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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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且不显著，保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 ７　 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土地财政收入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Ａｆｔｅｒ×Ｔｒｅａｔ ０. ４８８ ０. ３８３ ０. ４４１ ０. ５１２ ０. ４３４

（０. ４２８） （０. ３８４） （０. ３５７） （０. ３１１） （０. ３０２）

人均 ＧＤＰ ０. ４８７∗∗∗ ０. ３８０∗∗∗ ０. ３０６∗∗∗ ０. ３１２∗∗

（０. １３４） （０. １１５） （０. １０８） （０. １２１）

人口密度 ０. ４１７∗∗∗ ０. ３９７∗∗∗ ０. ４０１∗∗∗

（０. １１３） （０. ０９９） （０. １３８）

土地财政依赖度 ３. ７８６∗∗∗ ３. ７５９∗∗∗

（０. ５０５） （０. ５００）

土地供应结构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８８３ ８０９ ７５５ ７２７ ５３９

Ｒ２ ０. １０９ ０. １２５ ０. １６１ ０. ３３９ ０. ３８７

（２）多期差分模型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前提条件是满足平行趋势检验。 为

此，选择政策前 ３ 年（大于 ３ 年记为 ３ 年）与政策后 ７ 年（大于 ７ 年记为 ７ 年）进行平行趋势检验，－３
表示政策实施前的第 ３ 年，７ 表示政策实施后的第 ７ 年。 由图 ４ 可知，政策实施前系数在 ０ 附近波动，
说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间趋势基本一致，通过平行趋势检验。

（３）异质性处理效应偏误检验。 大多数学者在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是基于条件“群组与时间

固定效应，干预应当近似于随机分配”的一般假定。 双向固定效应估计量（ＴＷＦＥＤＤ）等于数据中所

有可能的两组或两期 ＤＤ 估计量的加权平均值（Ｇｏｏｄｍａｎ－Ｂａｃｏｎ，２０２１），此方法估计的因果解释需要

进行平行趋势假设和随时间恒定的处理效应。 如果处理效应随时间变化而个体之间无差异时，这种

情况下将“后处理组”与“先处理组”进行比较是有偏差的，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回归结果虚假效应，
这是因为结果变量里已经包含了处理效应。 如果该类平均估计量权重较大，会较大程度影响

ＴＷＦＥＤＤ 的估计与解释。 因此，要进行异质性处理效应偏误检验（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来
排除这种影响。

本文使用 ｂａｃｏｎｄｅｃｏｍｐ 命令进行异质性处理效应偏误检验。 在数据分析层面，将处理组分为“前
处理组”（Ｅａｒｌｙ，政策实施时间为 ２００５ 年）和“后处理组” （Ｌａｔｅ，政策实施时间为 ２０１５ 年），“前处理

组”与“后处理组”统称为处理组（ ｔｉｍｉｎｇ），其余的为控制组（Ｎｅｖｅｒ）。 最后对关键自变量 Ａｆｔｅｒ（实施

改革后）进行回归，得到各个组别的两组比较结果（见表 ８）。 从表 ８ 中可以看出，“后处理组”与“先
处理组”比较权重仅为 ５. ８８％，远低于控制组对处理组的比较效应 ９２. ２７％，说明处理效应随时间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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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多期差分模型平行趋势检验

化不大，多期差分结论具有稳健性。

表 ８　 异质性处理效应偏误检验结果

组别　 回归系数 权重（％）

Ｅａｒｌｙ＿ｖｓ＿Ｌａｔｅ ２. １９ １. ８６
Ｌａｔｅ＿ｖｓ＿Ｅａｒｌｙ －１. ３８ ５. ８８
Ｎｅｖｅｒ＿ｖｓ＿ｔｉｍｉｎｇ ０. ５７ ９２. ２７

４. 反事实检验。 参考张永庆等（２０１９）的做法，将 ５９ 个区县（市）样本随机设置为实验组与对照

组构造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是否实施的反事实，在此前提下重新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 ９
所示。 依据随机分组后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后交互项系数均为正且不显著，这
说明上述结论并不是由于分组而产生的安慰剂效应的结果，由此进一步证明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五、原因探究与解释

前文研究结果表明，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冲击并不明显，这可能

包括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具备入市条件的集体土地有限，规模不大，与国有土地供应相比，两者数量

悬殊。 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集体建设用地大约 １６５０ 万公顷，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７２％，
其中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仅占比 １３. ３％，总体规模不大。 另一方面，已入市集体土地规模较小。 据

统计，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全国国有建设用地累计供应面积 １６５２０００ 公顷①，３３ 个试点累计入市土地面积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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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 １０６６. ７２ 公顷①，尚不足千分之一。 具体到义乌市、大兴区、金寨县等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入市总面积分别为 ２２. ８６ 公顷、５５. ６４ 公顷、２４. １０ 公顷②，而同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则高达

１９５５. ８０ 公顷、１７６５. ２６ 公顷、４９２. ２６ 公顷，显然不足以改变土地市场主体结构。 因此，这可能是入市

制度对土地财政冲击并不明显的部分原因（见图 ５）。

表 ９　 反事实检验结果

　 　 变量
土地财政收入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模型（５）

Ａｆｔｅｒ２０１５×Ｔｒｅａｔ２０１５ ０. １７４ ０. １８６ ０. １８７ ０. １２６ ０. １５５
（０. ２６２） （０. ２６３） （０. ２６４） （０. １２０） （０. １４６）

人均 ＧＤＰ ０. １４２ ０. １５０ ０. ０４５ －０. ２３７
（０. １３２） （０. １２１） （０. １０４） （０. ３０３）

人口密度 ０. ２３４ －０. ３３４ －０. ７６７
（１. ０８６） （０. ５１６） （０. ７４６）

土地财政依赖度 ３. ６７８∗∗∗ ３. ４８６∗∗∗

（０. ５４９） （０. ６７７）
土地供应结构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５６４ ５６４ ５６３ ４９５ ３６７
Ｒ２ ０. １５４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６ ０. ４５６ ０. 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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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５ 所示，除武进区和南海区外，各个试点地区集体土地入市平均规模较小，尚不足 ５０ 公顷，
说明在目前土地市场结构下，国有土地出让仍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尽管武进区与南海区有一定入市规

模，但与国有土地规模相比，仍然难以撼动其主导地位，并且试点地区入市规模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

规模的比例普遍偏低，在政策实施期间尚不足 １０％（见表 １０），因此并没有造成国有建设用地分流，导
致对土地财政的影响并不明显。

表 １０　 部分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占比　 （％）

地区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年均占比

南海区 ３５. ５０ ３６. ７１ ２６. ２０ ５. ６８ ３２. ０１ １５. ７１ ２３. ９７
大兴区 ０. ００ １. １６ １３. ３１ １. ３９ １. ４７ ３. ０７ ３. １５
义乌市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 ２０ １. ７５ １. ８０ ０. ７８ １. １７
德清县 １５. ９２ ７. ０６ １０. ４９ ３. ７０ ７. ０８ ３. ５９ ７. ０８
武进区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３４. ０３ ２２４. ２５ ７９. ３７ ２. ３２ ６４. ９７
金寨县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６２ ３. ５０ ０. ６７ ４. １９ ２. ２４
余江县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５３ ２４. ２８ １. ８７ ０. ００ ４. ８３
平罗县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１. ０１ １０. ３９ １４. ２２ ０. ００ ４. １７
湄潭县 １. ０１ ３. ９２ ９. ４４ １０. ３８ １９. ４２ ７８. ６１ １９. ２６

由表 １０ 可见，试点地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为此，本文尝试从试点地

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比例差异出发，将入市比例分为＜１５％（实验组 １：大兴区、义乌市、德清

县、金寨县、余江县、平罗县、湄潭县）、≥１５％（实验组 ２：南海区、武进区）二个等级。 除此之外，佛山

市南海区 ２００５ 年便开始进行入市探索，自 ２０１５ 年正式合法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以来，
地方政府凭借改革经验与制度的不断完善，大力推进入市进程。 截至 ２０２０ 年，南海区已入市规模约

３３０ 公顷，占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的比重为 ２３. ９７％，且入市用途多元化，其中已入市地类包括工业

用地与商业用地。 鉴于此，本文进行南海区个案研究，能更加全面探究入市制度对土地财政的真实影

响机制。 因此，本文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探究入市比例（当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 ／当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面积×１００％，ＳＵＬ）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影响，具体结果如表 １１ 所示。

表 １１　 各个实验组多元线性回归结果

　 变量

实验组 １ 实验组 ２ 佛山市南海区

回归
系数

标准差 ｔ 值 Ｐ 值
回归
系数

标准差 ｔ 值 Ｐ 值
回归
系数

标准差 ｔ 值 Ｐ 值

入市比例 ２. １２∗∗∗ ０. ６７ ３. １５ ０. ００ －０. ０７ ０. １６ －０. ４３ ０. ６８ －２. １９∗ １. ０４ －２. １０ ０. ０９

人均 ＧＤＰ １. ２５∗∗∗ ０. １５ ８. ６２ ０. ００ ０. ７９∗∗ ０. ３６ ２. １６ ０. ０５ ０. ９３ １. ６０ ０. ５９ ０. ５８

人口密度 ０. ６１∗∗∗ ０. １６ ３. ８１ ０. ００ ０. ８５∗∗ ０. ３０ ２. ８３ ０. ０１ １. ７９ １. １２ １. ６０ ０. １７
土地财政依
赖度

５. ４９∗∗∗ ０. ５０ １１.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７８ ０. ５７ １. ３８ ０. １９ ０. ４０ ０. ７５ ０. ５４ ０. ６２

土地供应
结构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８４ ０. ４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６８ ０. ５１ ０. ００ ０. ００ －０. ９２ ０. ４０

Ｒ２ ０. ９０ ０. ５４ ０. ７０
Ｆ 值 ７９. ２８ ３. ８０ ２. ２９

　 　 注：因变量为土地出让金（ｌｎｗ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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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不同实验组别，（１）在入市比例小于 １５％的情况下，实验组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并没

有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造成负向作用，甚至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促进地方土地财政收入提升，
这可能是由于该实验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比例太小，政策实施并不能撼动国有建设用地作为

土地一级市场供应主体地位，没有对当地土地出让金产生足够“冲击”，反而成为有益的“补充”；
（２）在入市比例大于 １５％的情况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开始有一

定的“冲击”作用，但仍不够显著，可能的解释是武进区入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仍以工业用地（占
比高达 ９８％）为主，而工业用地的出让价格显著低于其他用地，由此带来的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地土地

出让金总额的比例较低，不足以对当地的土地财政收入产生“显著”影响；（３）对佛山市南海区进行个

案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在 １０％的水平下具有显著负向冲

击，印证了前文假说。 这是因为南海区入市规模大，且入市用途除工业用地外，还有大量商服用地，同
时令人忧虑的是，南海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具有高度依赖性，其依赖度高达 ５０％左右。 尽管南海

区政府也出台了《佛山市南海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管理试行办法》等文件，对入市交易环

节、入市用途有一定限制，不过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和农民集体的先验经验，总能找到更多的入市途径。
随着入市规模扩大，抢占更多的土地市场份额，且用途结构更加多元，势必对南海区地方政府土地财

政产生更强烈的冲击。 据统计，２０２２ 年末佛山南海区政府债务余额为 ６１８. ３４ 亿元，政府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为 ４４２. ２６ 亿元①，全区偿还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９５. ７４ 亿元，利
息 １９. ６０ 亿元，虽整体债务可控，但若放任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无序入市，政府恐怕会陷入国有土地

出让乏力与财政风险的尴尬境地。 由此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土地财政的影响受入

市规模、入市比例、入市用途结构的制约，同时土地财政依赖性较强的地区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加以防

范无序入市带来潜在的地方财政冲击。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具有不显

著的负向作用，且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在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研究假说。 上述结果表明，集体土地入市制度改革打破了国有建设用地市场双向垄断的市场

结构，使得农民集体成为土地供应主体之一，而地方政府与农民集体相互竞争的策略行为的确对地方

土地出让收入造成一定的负向冲击。 多期 ＤＩＤ 模型结果显示，入市试点地区没有受到广东省过往入

市政策的影响，２００５ 年佛山市三区的入市先例并未造成其他试点地区的地方政府形成入市政策的预

期效应，实际上广东省也从未大规模开展集体土地入市，地方政府和村民集体已然“淡忘”该政策，这
为集体土地入市政策的调整与优化提供了制度空间。 在不同入市规模水平下，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

的冲击差异显著。 入市规模小于 １５％的试点地区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补充”了土地财政。 然而随着

入市规模的增加，对土地财政的冲击效应逐渐明显。 针对南海区进行个案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入市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在 １０％的水平下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而南海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

依赖度高，势必加大了入市对土地财政的威胁。 由此可见，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对地方政府

土地财政的影响受入市规模和入市比例的制约，尤其应该注意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城市，应把握入市

节奏。
基于上述结论，为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的顺利推进，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基于新的

土地市场结构，完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设计，保障土地市场供应主体的合法权益。 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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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从“参与者”逐渐过渡到“参与者＋管理者”双重身份，农民集体也获得了“参与者”身份。 由此，土
地市场结构由单一主体垄断转变为双主体竞争，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得以提升，然而，在新土地市场结

构形成过程中，对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产生了一定的负向冲击。 因此，应结合试点实际，不断改进

制度设计，通过明晰土地产权、依法设置和适时调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条件、完善入市交易规

则，保障土地供应主体的合法权益，稳定土地交易市场预期。 第二，应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

赖度，未雨绸缪，防范财政风险。 在新的土地市场结构下，地方政府应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丰富产业业

态，拓宽税基和收入渠道，通过开源节流构建更具持续性的财政收入结构，促进土地财政转型。 同时，
应严控地方财政支出和债务规模，推行更加公开透明的财政预算决算制度，对地方债务进行摸查、重
组、适当展期等以解决债务期限错配，从而实现财政能力与债务规模的适配，防范地方财政隐性风险。
第三，应把握入市节奏与入市比例，稳步推进政策实施。 地方政府可以制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年度计划并及时发布，同时开展社会经济发展、土地市场运行和财政收入状况实时监测，根据市场反

馈信息适时和有计划地调整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规模、用途和分布，尽可能降低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对一级土地市场的冲击，为地方财政转型赢得时间，保证地方土地财政收入结构平稳有序

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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